“公共知识分子”杂谈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我是第一次接触，只是希望能尽自己所能，介绍下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情况，希望不会造成“以其昏昏，使其昭昭”的后果。如果有任何的不当之处，恳请老师、同学指正。

第一次注意到“公共知识分子”一词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要在“知识分子”前面加“公共”两个字，“公共”意味着什么？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公共知识分子”一般指的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经常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自己见解的知识分子。“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在于独立于政治、权力、商业之外，以自己的良心、“普世的价值”来就社会问题发表评论，表达意见，批判现实。看到这些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阐释之后，我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一词本来不就包含了所谓的“社会的良心”吗？既然“知识分子”一词已经包含了自身的道义与批判精神，为什么还要在它前面加“公共”二字呢？

通过查阅“公共知识分子”一词的由来，发现“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最早出现在雅各比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都具有公共性，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文化的商业化使知识分子日益被吸纳进知识的分工体系和文化生产的商业体系之中，知识分子守着自己的一小快领地，专业之间难以沟通。正是在这样的趋向下，提出了能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问责公共事务，而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一词的提出，是与商业文化日益膨胀、知识日益专门化、权力和资本对舆论日益渗透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自身的角色分化密不可分的，出现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分。

那么，在进行了语义的辨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生活中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上的表现的例子：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因在广州未带证件外出，被当地派出所收容并殴打致死。次事被媒体爆光后，贺卫方等知名法学家以公民的身份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引发了公众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并导致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2004年香港经济学教授郎咸平对格林柯尔公司的一系列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收购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引发了“郎顾之争”，此事引起了国资委对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政策的调整。

以上两个案例都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通过体制内参与方式（“孙志刚事件”）和体制外参与方式（“郎顾之争”）对公共事务发生的作用。

然而，对要不要做公共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做的成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利弊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张仲民发表在《书屋》杂志2004年第4期的题为《“公共知识分子”或是“介入的旁观者”》一文指出：“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商业集团，从而丧失了其批判性……而我们还在试图重新建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宏大的神话，就颇为耐人寻味！最终，“公共知识分子”的自谬与呼吁也可能如“哲学王”这个目标一样，不过是一个“高贵的梦”(“a noble dream”)，一种“知识分子”的鸦片，或堂·吉诃德式的悲情罢了……以“公共知识分子”自称，实际上其意义就在于无可奈何的愤世嫉俗，并希望树立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ideal type)来寄托对自己身边的不满和不安，以获得走向中心的机会。”“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吸引当权者注意，是愚蠢的乌托邦幻想！”

此外，还有提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观点，如吉方平2004年11月15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指出：“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在一笔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 这样的例子，无疑是要把知识分子引上邪路。”
而有人对此有不同观点，如黄宏霞发表在《集团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的题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称：“如果要建立和谐、稳定、健全的社会，就应当欢迎公共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现代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充分利用他们的智慧，吸取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中的合理成分。”“具有专业素养却缺失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要提醒公共避免新闻中的陷阱，防止新闻误导的现象发生。”

从中国古代士人的“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能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唤醒市民社会中被日益腐蚀麻痹的心灵”，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不可谓不轻，责任不可谓不重大。而在工具理性、商业资本甚嚣尘上之下，知识分子要保持自身“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也日益困难，希望多一点宽容、多元、争鸣的空气，少一点自以为是、上纲上线的喧嚣，让“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人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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